流空间视角下粤港澳大湾区创新环境协同的测量与评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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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is an important strategic pivot for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opening-up, and also one of the most dynamic and promising economic regions in the world. In the new era,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reater Bay Area has become a national strategy, and achieving synergy in the regional innovation environment is the key to improving the overall innovation capacity of the Greater Bay Area and 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al economy. Based on a full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notation and mechanism of innovation environment synergy, this study evaluates the synergy level of innovation environment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from three dimensions: innovation elements synergy, service elements synergy, and policy elements synergy.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synergy of innovation elements is mainly concentrated between Guangzhou, Shenzhen, and Hong Kong; the synergy of service elements is mainly concentrated between Guangzhou and Shenzhen, Guangzhou and Foshan, Shenzhen and Dongguan; the synergy of policy elements is mainly concentrated between Hong Kong-Macao, and Guangzhou-Shenzhen-Zhuhai; (2) the overall synergy level in the innovation environment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is not high, and there is still great room for improvement in th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of peripheral cities such as Jiangmen, Zhaoqing, and Hong Kong-Mac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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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等一系列国家战略的提出，促进区域协同发展成为了新时期、新时代、新阶段下的共同战略目标。与京津冀和长三角相比，粤港澳大湾区在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上都具有明显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因此，粤港澳大湾区的协同发展也面临着更大的挑战。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颁布《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深化粤港澳创新合作，构建开放型融合发展的区域协同创新共同体”，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这不仅表明“创新驱动、改革引领”逐渐成为了粤港澳大湾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也突显了协同创新在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的重要性[1]。
然而，粤港澳大湾区的协同创新发展仍然面临一些困境，“一国两制三关税”的体制差异限制了要素的跨境自由流动，粤港澳三地的产业转型升级与合作交流面临困境，从而产生同质竞争等问题。同时，贸易保护主义与逆全球化思潮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对于粤港澳大湾区这样的外向型经济区域而言，增加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因此，对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水平进行研究，可以帮助大湾区在新发展格局下更好地应对这些不确定性因素与挑战，为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提供方向和路径，这不仅有利于港澳地区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还可以促进创新资源的高效整合利用，从而深化粤港澳三地的分工合作，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2]。

1. 文献述评与研究思路
1.1 创新环境协同与区域协同创新
创新环境是保障创新活动的复杂网络系统[3]，这种网络系统由特定区域内各种创新主体和协调各主体之间关系的外部要素条件组合而成，是创新研究的重点关注领域之一。在早期研究阶段，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创新环境的内涵进行了大量的探讨，并取得了丰硕的理论研究成果，包括官产学三螺旋理论[4]、动静态结合观点[5]等。随着创新环境内涵研究的不断发展，创新环境的构成要素及创新环境及其对创新活动的影响逐渐成为学界的研究重点。虽然研究的侧重点不一样，但多数学者认为创新环境由硬环境与软环境构成，硬环境包括交通、物流、信息等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软环境包括有关区域创新要素流通的政策法规与社会文化环境[6]。创新环境的影响研究同样也是国内外学者的重点议题，如创新环境对创新投入与产出[7]、创新绩效[8]等方面的正向影响。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背景下，国内学者更多地关注创新环境对区域创新能力、创新绩效的影响，并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了创新环境对二者的显著作用，但创新环境的不同构成要素对二者的影响不同。例如，侯鹏等（2014）认为创新环境对我国区域创新能力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市场需求、产业环境和创新基础设施的作用明显[9]；赵彦飞等（2020）认为创新环境对于创新系统运转具有重要作用，既影响创新主体之间的关系，也影响创新过程的绩效[3]。在充分把握创新环境内涵、构成要素、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国内学者开始尝试对区域创新环境进行测评，特别是在我国创新系统建设存在很多问题的背景下[11]，加强对区域创新环境的建设与监测对创新系统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有学者构建了由人才环境、资金环境、市场环境、创业环境、竞争与合作环境等五维度组成的创新环境评价指标体系，以期能够较为科学、全面地反映国内各区域创新环境的发展水平[3]。
创新环境的协同是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等各构成要素之间的协同发展[11]。作为创新活动的支撑条件，创新环境的协同不仅体现区域间各创新主体的协同意愿，而且决定各创新主体间的合作程度，可以推动区域的协同创新发展，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创新环境的协同可以确保创新要素的跨主体整合，帮助区域吸引并集聚更多的知识、信息、技术等创新要素，从而带动产业的转移与再升级[12]；其次，创新环境的协同可以深化公共服务的合作、完善基础设施的对接，继而提高创新要素在区域间的流通速度、降低流动成本，为区域协同创新提供更优质的硬件服务[13]；此外，创新环境的协同可以加强政策规范的协调，为区域间各主体的合作创造良好的政务环境，吸引创新要素在区域间的转移和集聚[14]。由此可知，实现创新环境协同意味着创新要素的无障碍流动、产业的优势互补、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的自由衔接与共享、政府主体的合作与配合，这与区域协同创新的内涵相一致。因此，创新环境协同可以为区域协同创新提供必要的支撑和保障，是实现区域协同创新的重要驱动力[14]。

1.2 流空间视角下的创新环境协同与区域协同创新
以往创新环境协同与区域协同创新研究多基于场所空间（space of places），使用城市人口、生产总值、对外贸易总量等“属性数据”来探究区域的创新环境或者城市之间的协同关系。例如，“中国城市营商环境评价研究”课题组以科学支出、发明专利授权量分别衡量创新投入、创新产出，从而对区域创新环境进行测评[15]。虽然“属性数据”的可获得性强，但是其携带的信息类型具有局限性[16]，既无法识别城市之间复杂的动态发展关系，也无法体现城市之间的连通性，只能展现某一城市在特定区域内的重要程度。在此背景下，基于流空间（space of flows）产生的“流数据”作为天然的“关系数据”，更加侧重城市之间的连通性与流动性，可以为创新环境协同与区域协同创新研究提供全新的视角，城市协同关系研究开始转向基于关系（“流”）的流动空间[17]。流空间是基于人流、物流、信息流等各种要素单向或者多向移动产生的动态空间，这种动态空间具有网络化的特点[18]。在流空间视角下，城市之间的协同关系可以通过要素的流动来体现[19]。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通过大数据手段获取“流数据”并对区域协同创新进行测量与评价已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国外学者对流空间视角下区域协同关系的研究关注较早，如基于信息流[20]、交通流[21]等流数据刻画城市之间的联系。国内学者也同样利用流数据对区域协同创新水平进行了测量与评估，如陈世栋[22]基于百度指数产生的信息流对大湾区的空间网络格局进行分析；邱坚坚等[23]基于信息流与交通流的对比分析揭示了湾区综合网络以广深港三大枢纽为核心的空间网络格局；王少剑等[24]基于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多元流视角对珠三角城市群的协同发展进行测评。由此可知，单一维度的要素流存在较大的局限性，虽然当前研究正在向多元要素流方向转变[16]，但如何系统性地整合多维度的要素流，比较不同流要素视角下的创新环境协同与区域协同创新，并进行综合性研究仍然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总体来看，虽然流空间理论为创新环境协同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但鲜有学者基于流空间理论对粤港澳大湾区创新环境协同进行测评；同时，在评价指标与要素流的选择上仍然缺少较为统一的理论基础，如何利用粤港澳三地在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上的“关系数据”较为客观、理想地反映大湾区创新环境协同水平是目前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因此，对大湾区的创新环境协同水平展开综合评价具有必要性，构建更具针对性的评价指标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在充分理解创新环境协同的基础上，本研究认为创新要素资源、基础设施与服务、政策法规是区域创新环境的三个重要构成因素，三个因素在区域间的协同作用为创新环境的协同发展提供了软支持与硬支持。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一国两制三关税”的特殊区域，在创新协同的发展上存在明显的问题，如创新要素的分布不均与流动受阻、产业政策的联动不足等[25]。基于此，本研究从创新要素协同、服务要素协同、政策要素协同三个维度探究粤港澳大湾区内部的创新要素流动情况、基础设施与服务对接程度、政策法规连通强度，以期全面、科学地评价大湾区的创新环境协同情况。

2. 研究设计
2.1 指标体系构建
基于创新环境协同的内涵，本研究参考王长建等[19]，从三个维度构建粤港澳大湾区创新环境协同的评价指标体系，以创新要素协同衡量创新要素的跨区域流动情况，以服务要素协同衡量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的衔接强度，以政策要素协同衡量政府主体间的交流与配合程度。其中，创新要素协同的测量指标为城市之间的论文合著数量与专利合作数量；服务要素协同的测量指标为城市之间的信息流联系强度、人口联系强度、资金流联系强度、物流联系强度；政策要素协同的测量指标为城市之间政策互通程度、规划合作程度（表1）。
表1粤港澳大湾区创新环境协同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粤港澳大湾区创新环境协同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创新要素协同
	城市之间论文合著数量

	
	
	城市之间专利合作数量

	
	服务要素协同
	城市之间信息流联系强度

	
	
	城市之间人口联系强度

	
	
	城市之间资金流联系强度

	
	
	城市之间物流联系强度

	
	政策要素协同
	城市之间政策互通程度

	
	
	城市之间规划合作程度





2.2 数据来源与矩阵构建
2.2.1 要素流矩阵构建
流空间视角下创新环境协同的测评体现在各要素流矩阵的构建。以评价体系中的二级指标为依据，构建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知识流、技术流、信息流、人流、资金流、物流、合作流等8个11×11的要素流矩阵，如表2所示：
表2 要素流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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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i为要素流出城市，j为要素流入城市，Ci, j为城市i与城市j之间的要素流强度
其中，由O-D数据构建的矩阵为有向、非对称流量矩阵，由非O-D数据构建的矩阵为无向、对称流量矩阵。对于O-D数据，要素流强度的统计方法为：
	
	（1）


（1）式中：Ci, j表示城市i与城市j之间的要素流强度；Ci to j表示城市i流向城市j的要素流；Cj to i表示城市j流向城市i的要素流。在本评价体系中，城市之间的信息流联系强度、人口联系强度均需要通过O-D数据进行测量。
对于非O-D数据，要素流强度的统计方法为：
	
	（2）


（2） 式中：Ci, j表示城市i与城市j之间的要素流强度；Ci&j表示城市i与城市j之间实际产生的要素流。在本评价体系中，城市之间的论文合著数量、专利合作数量、资金流联系强度、物流联系强度、政策互通程度、规划合作程度均需要通过非O-D数据进行测量。
（1） 知识流。知识流的跨区域流动体现知识创新的协同情况。知识流的统计数据为大湾区的论文合著数据，主要来自国际期刊数据库（Web of Science），通过论文的发文机构及发文地址信息搜集两两城市间的论文合著数据。基于以上搜集方法，获取了粤港澳大湾区2012—2021年共十年的论文合著数据，对数据进行清洗与筛选，剔除来自同一个发文机构的论文数据，最终得到107477条论文合著数据，并依此构建大湾区11个城市的论文合著矩阵。
（2） 技术流。与知识流的统计方法类似，技术流的统计数据为大湾区的专利合作数量。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授权发明专利和其他类型的专利相比技术含量高、申请难度大，能够反映区域的技术发展情况[26]，本研究使用授权发明专利的联合申请数量来测量技术流的联系强度。专利合作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数据库，通过专利的申请人及申请人地址信息搜集两两城市间的专利合作数据。基于以上搜集方法，获取了粤港澳大湾区2012—2021年共十年的专利合作数据，对数据进行清洗与筛选，剔除发生在同一城市或申请人数量小于2的专利数据，最终得到6019条专利合作数据，并依此构建大湾区11个城市的专利合作矩阵。
（3） 信息流。基于百度指数模拟粤港澳大湾区城市之间的信息流动情况，并对信息流联系强度进行测评。百度指数是由国内用户规模最大的搜索引擎百度开发的开放性互联网大数据，该指数以用户的搜索行为数据为基础，可以较为准确地反映某地互联网用户在某一时段对某关键词的关注程度。通过将任意一个大湾区城市设置为搜索关键词（以城市i为例），并将定位地址设置为除关键词城市外的任意一个大湾区城市（以城市j为例），可以得到i城用户在特定时间区间内对j城的日均关注数据。将信息发送城市i与搜素关键词城市j进行交换，进一步得到j城用户在同一时间区间内对i城的日均关注数据。数据采集完成后，构建大湾区11×11的非对称信息流网络矩阵。
（4） 人流。基于高德迁徙指数对粤港澳大湾区城市之间的人口联系强度进行测度。高德迁徙指数是由高德交通大数据平台逐日发布的人口迁徙大数据。该指数通过定位服务技术（Location Based Service）对用户的位置变化信息进行识别，可以较为精准地刻画出城际间的人口流动情况。作为一种对用户出行规模的无量纲测度，高德迁徙指数与实际用户的迁徙规模存在正相关关系，指数越高说明城际间的用户出行量越大。与其他迁徙大数据相比（如百度迁徙指数、腾讯迁徙指数等），高德迁徙大数据将迁徙指数划分为意愿迁徙指数与实际迁徙指数，可以更为直观地反映出预期人口流动情况与实际人口流动情况的差别，且提供香港与澳门地区的人口迁徙数据，可以更加完整地刻画出大湾区内部的人口流动情况。为避免“春运”、五一节、国庆节等特殊时期的“非常态”人口流动的干扰[27]，本研究采集2022年内某一常规工作周的人口迁徙指数，以期能够更加真实、有效地刻画出湾区的人口联系情况。最终获取了2022年12月26日—12月30日大湾区各城市之间的人口迁徙数据，包括城际间的意愿迁徙指数、实际迁徙指数，用实际迁徙指数的平均值表征湾区内城际单日实际人口流动情况，并依此构建大湾区人口联系矩阵。
（5） 资金流。参考王少剑等[24]的研究借助Taylor提出的联锁网络模型（Interlocking Network Model）构建大湾区银行网点矩阵，对大湾区各城市之间的资金流联系强度进行测算。银行网点数据包括银行网点在大湾区各城市的分布数量和等级信息，从中国银行业协会发布的“2022年中国银行业100强榜单”和Brand Finance发布的2022年“全球银行品牌价值500强”中选取6家国有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9家股份制银行（招商银行、兴业银行、中信银行、中国民生银行、中国光大银行、平安银行、华夏银行、广发银行）、5家港澳资银行（汇丰银行、恒生银行、东亚银行、创兴银行（香港）、澳门国际银行）共20家银行作为样本，并以其网点数据为基础构建银行网点数据库。
根据INM模型，城市a中某银行机构j的服务价值用Xaj表示，由j在网络中的重要程度衡量，则银行机构j在城市a和城市b之间的单位链接为：
	
	（3）


将城市a与城市b通过所有银行机构产生的单位链接加总，可以得到两城之间的资金流网络链接，并依此构建资金流联系矩阵：
	
	（4）


（6） 物流。与资金流的测度相同，构建大湾区物流网点矩阵，对大湾区各城市之间的物流联系强度进行测算[24]。物流网点数据包括快递物流公司网点在大湾区各城市的分布数量和等级信息，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2022年度中国民营物流企业 50 强”中选取6家民营物流企业（圆通速递、中通快递、申通快递、韵达快递、顺丰速运、极兔速递）作为样本，并以其网点数据为基础构建物流网点数据库。
城市a中某物流企业j的服务价值用Vaj表示，由j在网络中的重要程度衡量，则物流企业j在城市a和城市b之间的单位链接为：
	
	（5）


将城市a与城市b通过所有物流企业产生的单位链接加总，可以得到两城之间的物流网络链接，并依此构建物流联系矩阵：
	
	（6）


（7）合作流。合作流是政府主体间跨区域交流与配合的结果[16]，政策互通程度、协议合作程度是表征合作流的两个维度。其中，政策互通主要是城市之间在政策上的互相认定，具体表现为政务的跨城“一站式”办理；规划合作主要是城市之间在长期发展上的战略合作，具体表现为城市双边或多边签订的合作建设协议与规划等。合作流数据为协同政策数据，主要来自粤港澳大湾区门户网站提供的政策数据库以及大湾区各市级或行政区政府官方网站。协同政策数据的选取依据包括以下四三点：第一，政策的发文单位涉及两个及以上不同湾区城市的政府部门；第二，政策的接收单位涉及两个及以上不同湾区城市的政府部门或接收单位涉及两个及以上不同湾区城市的政府部门；第三二，政策的配合实施单位涉及两个及以上不同湾区城市的政府部门；第四三，政策的实施内容或目标涉及两个及以上不同湾区城市间的合作建设。通过阅读政策的标题和内容剔除已经失效或终止的政策，最终获得共94条发布于2018—2022年的大湾区协同政策数据，其中涉及互通的协同政策共57条，涉及战略规划合作的协同政策共37条。政策i的协同程度受联合发布的部门个数Ai与政策力度Bi两个因素的影响[28]，则城市a和城市b通过政策i产生的单位合作链接为：
	
	（7）


将城市a与城市b通过所有协同政策产生的单位合作链接加总，可以得到两城之间的合作网络链接：
	
	（8）



2.2.2 数据综合处理
由于对创新环境协同的综合测度需要对各要素流矩阵进行综合测算，有必要将原始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以消除数量级差异带来的影响[16]，具体方法为：
	
	（9）


（9）式中：X为归一化处理后的数据；为矩阵中的原始数据；min为矩阵数据中的最小值；max为矩阵数据中的最大值。X的范围为[0，1]，越接近1说明两城市之间的联系越紧密。将归一化的数据进行求和处理，并以此表征城市之间各要素流联系强度。在对粤港澳大湾区创新环境的协同水平进行综合测评时，参考王长建等[19]的研究方法，采用简单平均求和法，每个维度的最高得分为1分，三个维度的总分为3分。

2.3测量与分析方法
2.3.1社会网络分析
社会网络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在流空间视角下主要用于揭示城市间各种要素流构成的网络结构与特征。基于“关系型”数据形成城市关系矩阵，通过流量分析、流向分析、流强度分析等揭示各种要素流在城市节点间的流动特征。本研究使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对大湾区的论文合著网络和专利合作网络的空间结构与演进趋势进行描述与分析，选取的相关指标与解释如表3所示:
表 3 论文与专利合作网络空间结构特征的主要衡量指标
	指标
	计算方法
	解释

	网络密度
	D = 
	描述网络中节点城市联系的紧密程度；n为节点城市的数量，l为节点城市间实际产生的联系数

	平均度
	= 
	描述网络中节点城市间的合作情况，可以反映出网络中所有节点平均拥有的合作伙伴数量

	点度中心性
	
	描述节点城市在网络中的联系能力，反映了城市在网络中的重要性，数值越大，联系作用越强，重要性越高；Mi,j是城市i与城市j之间联系流的实际数值，在本研究中为两城之间的论文合著数量和专利合作数量



2.3.2出入度分析
信息流联系矩阵、人流联系矩阵具有方向性，出入度分析可以较好地刻画出信息流、人流在城市节点中的流动方向与流量大小[29]。单个城市节点的要素流出情况可以用点出度（Out degree）来表征，代表城市的辐射能力，点出度越大，则城市的辐射能力越强，话语权越大；单个城市节点的要素流入情况可以用点入度（In degree）来表征，代表城市的吸引和集聚能力，点入度越大，则城市对其他节点的吸引力越强。具体的计算公式为：
	
	（10）


（10）式中：Fi to j代表从城市i流出到城市j的要素流出流（Outflow）；Piout代表城市i的点出度。
	
	（11）



（11）式中：Fj to i代表城市i接收到来自城市j的要素流入流（Inflow）；Piin代表城市i的点入度。

2.3.3 C-Value与D-Value层级分析
C-Value和D-Value层级分析可以较为全面地刻画城市要素流网络的关系，该方法通常被用来分析城市节点在有向网络中的控制力与主导性[30]。本研究为更加系统地刻画大湾区信息流联系网络、人流联系网络的结构特征，使用该方法来分析各城市节点在信息流联系网络中的控制力与主导性。具体的计算公式为：
	
	（12）


（12）式中：Ci代表城市i在信息流联系网络中的控制力，Ci为正时代表城市i为控制型城市，值越大控制力越强，Ci为负时代表城市i为从属型城市。
	
	（13）


（13）式中：Di代表城市i在信息流联系网络中的主导性，该值等于城市i发送与接收要素流流量的差值，差值越大表明城市的主导性越强。

3. 研究结果
3.1创新环境协同的分层测评
3.1.1创新要素协同
知识流联系强度和技术流联系强度体现创新要素层面的协同。为了能够刻画大湾区知识流与技术流联系强度在不同时期的演变趋势，以2017年为界（“粤港澳大湾区”上升为国家战略），将2012—2021年大湾区创新要素协同分为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为2012—2016年，第二阶段为2017—2021年。从城际间的论文合著情况来看（图1），粤港澳大湾区的论文合著在两个阶段中都集中于深圳与香港、广州与深圳、广州与香港之间。其中，深圳与香港之间的论文合作发表数量由阶段一时的7340篇激增到阶段二时的20673篇；在阶段二时期，广州与深圳之间的论文合著数量超过了广州与香港，珠海与广州的论文合著数量也得到爆发增长，由阶段一时的不足1000篇猛增至阶段二时的将近5000篇，仅次于广州与香港之间的论文合著数量，但是仍然有很大差距，考虑到广州和香港之间的产学研合作历史悠久，且在原始创新方面的积累较为深厚，两市之间的知识创新联系在短时间内难以被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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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2012—2016年论文合著数量
	(b) 2017—2021年论文合著数量


图 1 粤港澳大湾区2012—2021年论文合著情况

从城际间的专利合作情况来看（图2），粤港澳大湾区技术创新合作的演变趋势主要表现为：深圳与东莞之间的授权发明专利合作数量自阶段一以来大量减少，专利合作数量由阶段一时的近1200件锐减至阶段二时的不足300件。与此同时，广州与其他城市的授权发明专利合作数量开始增长，广深、广佛、广莞、广珠之间的专利合作数量占据了阶段二时期的前四名，且专利合作数量均集中在600件左右。对知识流矩阵与技术流矩阵进行最大值归一化处理，用以表征城际间的知识要素联系强度和技术要素联系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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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age: /Users/happen_0816/Desktop/WPS图片批量处理/17-21专利合作.png17-21专利合作]

	(a) 2012—2016年授权发明专利合作数量
	(b) 2017—2021年专授权发明利合作数量

	图 2 粤港澳大湾区2012—2021年授权发明专利合作情况



大湾区的论文合著网络和专利合作网络的空间结构与演进趋势为（表4）：（1）论文合著网络与专利合作网络的密度均呈现上升趋势，11个城市节点在两个网络中的联系更加紧密；（2）两个网络的平均度也同样呈现上升趋势，每个城市节点的论文合著伙伴数量和专利合作伙伴数量都得到增加；（3）论文合著网络与专利合作网络相比联系更加紧密、合作伙伴更多，但是二者的差异正在逐渐缩小，专利合作网络中平均每个节点由阶段一时至少拥有3个合作伙伴，增加到了阶段二时至少拥有约6个合作伙伴，其合作广度得到大幅增加，而论文合著网络中平均每个节点拥有的合作伙伴维持在8个左右。
表 4 粤港澳大湾区论文合著与专利合作网络空间结构
	阶段
	论文合著网络
	专利合作网络

	
	网络规模
	网络边数
	网络密度
	平均度
	网络规模
	网络边数
	网络密度
	平均度

	第一阶段
	11
	47
	0.855
	8.55
	11
	21
	0.382
	3.82

	第二阶段
	11
	48
	0.873
	8.73
	11
	38
	0.691
	6.91



点度中心性可以刻画粤港澳大湾区论文合著网络与专利合作网络中关键节点的演化，其测算结果如表5所示（表5）。根据测算结果，可以发现大湾区的论文合著网络与专利合作网络都形成了明显的层级结构，且该层级结构较为稳固，没有出现明显的阶段性变化。在论文合著网络中具体表现为：（1）“穗深港”三市占据大湾区论文合著网络中的绝对主导地位，为论文合著网络中的第一层级。其中，深圳在网络中的控制力得到显著提升，其绝对度中心性从第一阶段时的0.664飞跃到第二阶段时的0.863，超过了香港，仅次于广州。这主要是因为深圳在近些年来兴办合作办学与异地办学，并实施高强度的人才引进政策，其本地高等教育资源的不足得到一定程度上的弥补，科研产出逐年增加[31]；（2）珠海、澳门、东莞、佛山四市为湾区论文合著网络中的第二层级。其中，四市内部的地位出现部分变化，珠海从第二层级中的末尾位置上升到了第二层级中的头部位置，这得益于其吸引了部分湾区及国内名校在珠海异地办学，虽然吸引力度不及深圳，但也取得了较为出色的成绩（如中山大学珠海校区、暨南大学珠海校区、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等），其研究实力得到提升。
在专利合作网络中具体表现为：（1）“穗深莞”三市在湾区中拥有较多的专利合作伙伴，在专利合作网络中有较高的影响力，占据第一层级的位置。其中，广州在第二阶段中取代了深圳的头部地位，且拉大了与深圳的距离。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区，其创新环境得到了极大的改善，随着大量新兴产业与外来技术移民的进入，深圳在技术创新的协同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31]。广州在第二阶段以来为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投入大量资本，根据2023年发布的《广州城市创新指数报告（2022）》，广州是全国唯一研发投入强度连续八年增长的一线城市，未来，广州将向科创创新链与产业链共同发力，促进“双链融合”，引领大湾区科技创新的高质量发展；（2）东莞、佛山、珠海、惠州四市为湾区专利合作网络的第二层级，这四个城市节点的位置没有显著变化，东莞、佛山在第二层级中的科技创新合作参与度较高，这主要得益于二市与广州和深圳的高度协同发展提高了自身的科技创新能力。
表 5 粤港澳大湾区论文合著与专利合作网络点度中心性测度结果
	第一阶段：2012—2016年
	第二阶段：2017—2021年

	论文合著网络
	专利合作网络
	论文合著网络
	专利合作网络

	城市
	绝对度中心性
	城市
	绝对度中心性
	城市
	绝对度中心性
	城市
	绝对度中心性

	广州
	1.000
	深圳
	1.000 
	广州
	1.000
	广州
	1.000

	香港
	0.827
	广州
	0.670 
	深圳
	0.863
	深圳
	0.474

	深圳
	0.664
	东莞
	0.636 
	香港
	0.830
	东莞
	0.307

	澳门
	0.224
	佛山
	0.214 
	珠海
	0.168
	佛山
	0.244

	东莞
	0.098
	珠海
	0.123 
	澳门
	0.167
	珠海
	0.190

	佛山
	0.092
	惠州
	0.114 
	佛山
	0.120
	惠州
	0.140

	珠海
	0.070
	香港
	0.039 
	东莞
	0.108
	肇庆
	0.046

	惠州
	0.024
	中山
	0.018 
	江门
	0.028
	江门
	0.041

	江门
	0.022
	肇庆
	0.017 
	惠州
	0.023
	中山
	0.035

	肇庆
	0.011
	江门
	0.014 
	肇庆
	0.014
	香港
	0.025

	中山
	0.000
	澳门
	0.000 
	中山
	0.000
	澳门
	0.000



3.1.2服务要素协同
从信息流联系情况来看（图3）：粤港澳大湾区城市之间的信息流强度主要集中在广州与深圳、深圳与香港、广州与香港之间，城际间日均信息流强度均超过了1500。其中，广州与深圳之间的信息流强度最大，这两个城市在整个大湾区信息流网络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绝对主导作用；香港与广深之间紧密的信息联系说明广深两市发挥了香港进入湾区内部的门户功能[22]，香港在湾区内的信息控制力与影响力需要借助广深两市实现。其次，广佛、深莞之间的信息流强度也较强，这说明湾区内的信息流移动具有地理临近性，相邻城市之间的信息流联系较为紧密；澳门与湾区其他城市之间的信息流强度较小，在信息流网络中的影响力较小，处于信息流网络的边缘地位。
[image: /Users/happen_0816/Desktop/WPS图片批量处理/信息流协同强度.png信息流协同强度]
图 3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之间信息流联系强度

使用出入度分析与C-Value、D-Value分析方法对大湾区的信息流网络的结构特点进行探究。从信息流出量方面来看，大湾区东部的广州、深圳、东莞和西部的佛山、中山是点出度排名前五的城市，说明这五个城市节点的信息流出量大、信息的辐射能力强。其中，广州和深圳的点出度均超过了6500，远高于其他城市，在信息网络中占据主导地位。香港和澳门的点出度在十一个城市节点中排名较为靠后，与预期的结果有所不符，这可能是因为香港与澳门地区的百度用户规模较小，百度指数难以代表这两个城市节点的真实信息流出量。从信息流入量方面来看，大湾区东部的香港、广州、深圳和西部的珠海、澳门的点入度排名较为靠前，点入度均超过了3000，拥有较强的信息虹吸能力。香港的点入度超过了5000，远高于其他城市，其信息辐射能力虽然不能深入湾区内部，但是对于湾区内部城市仍具有较强的信息吸引力。其中，深圳和广州对香港发送的信息流量超过了香港信息总流入量的25%，是香港最大的信息流入点和信息流出接收点。广州则是香港的第二大信息流入点，接收超过10%的香港信息流出量。综上可知，广州和深圳的点出度和点入度大小排序基本相同，这两个城市同时拥有强信息辐射能力和强信息集聚能力，二者在大湾区城市信息网络中拥有较强的影响力。香港和澳门在点出度和点入度的排序上出现较大差异，二者的点入度都远高于点出度，这可能是因为百度指数在当地受到用户规模的限制而无法准确刻画出两城市的真实信息流出量。
继而计算出各城市节点的C-Value和D-Value，分析各城市节点在信息流网络中的控制力与主导性（表6）。大湾区东部的广州、深圳、东莞和西部的佛山、中山属于控制型和主导型城市。其中，广州和深圳的C-Value和D-Value显著大于其余城市，这两个城市在大湾区信息流网络中具有绝对控制力和主导力；东莞和佛山的C-Value和D-Value相近，仅次于广州和深圳，在信息流网络中占据相对优势地位；中山的C-Value和D-Value显著小于其余控制和主导型城市，在信息流网络中的优势地位不明显。基于此，广州和深圳是大湾区信息流网络中的绝对控制和主导中心，东莞和佛山为次级控制和主导中心，中山为控制和主导节点，其余城市的C-Value和D-Value均为负值，不具备控制和主导信息的能力，表现出显著的附属性。港澳两地的C-Value和D-Value为湾区内最低，在信息流网络中需要依附于广州和深圳，借助广深的信息控制力和主导力将影响进一步辐射到湾区内部。
表 6 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节点的C-Value与D-Value值
	城市
	东部
	城市
	西部

	
	C-Value
	D-Value
	
	C-Value
	D-Value

	广州
	0.661
	3432
	佛山
	0.457
	1399

	深圳
	0.670
	3381
	中山
	0.084
	163

	东莞
	0.453
	1476
	
	
	



粤港澳大湾区的人口联系情况如图4所示：广州与佛山之间的人员流动规模最大、频率最高。两市紧密的人口联系得益于同城化发展战略的不断推进与交通衔接的不断深化。广佛同城发展已有十余年历史，2022年8月正式印发的《广佛全域同城化“十四五”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使两市全域同城发展迈向新台阶，《规划》重点强调了两市在交通方面的协同建设，提出要深化广佛轨道交通与道路交通的衔接，推动形成“一张网、一票通、一座城”的交通网络。未来，佛山更多的交通枢纽项目将纳入到广州的交通枢纽体系，广佛之间的人口联系将更上一层楼；深莞惠三城之间的人口流动较为活跃，其中，深圳与东莞之间的人口联系强度仅次于广佛。深圳都市圈的推动建设为三市之间的人员流动提供了保障。2022年8月，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对外公布《广东省都市圈国土空间规划协调指引》（以下简称《指引》），明确规定将东莞市全域，以及惠州市的多个区域纳入深圳都市圈。《指引》明确要求三市在交通系统领域协调发展，一体化推进城市轨道建设，加强都市圈三市间城市轨道统筹规划和互联互通，打造轨道上的都市圈。未来，深圳都市圈的建设将提质加速，深莞惠在交通基础设施上的衔接得到不断优化，为三市人民的跨城需求提供坚实的“硬”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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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之间人口联系强度

使用联锁网络模型计算出湾区内任意两座城市之间的资金流链接值和物流链接值，城际间的资金流联系情况与物流联系情况如图5所示：（1）深圳与香港、广州与香港、广州与深圳之间的资金流联系较为紧密。这表明香港、深圳、广州在大湾区金融网络中占据主导地位，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显著，并通过与广州、深圳的紧密联系发挥金融枢纽作用，但受边境条件的限制，其影响力无法辐射到惠州、江门、肇庆等湾区内部地区；（2）粤港澳大湾区的物流联系主要集中在广州与深圳之间，城际间的物流链接值显著高于其他城市；其次为广州与佛山、广州与东莞；再次为深圳与佛山、深圳与东莞。这表明广州与深圳等湾区中心城市和其邻近城市之间的物流基础设施配套发展较为完善，广深、广佛、深莞之间的物流联动效果显著。此外，在广州都市圈与深圳都市圈的大背景下，广莞、深佛之间的在物流方面也呈现出较强的联动效果。
	[image: /Users/happen_0816/Desktop/WPS图片批量处理/金融联系.png金融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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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资金流联系强度
	(b) 物流联系强度

	图 5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之间资金流与物流联系强度



3.1.3政策要素协同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之间的政策互通主要集中在广州与港澳之间（图6），并围绕创业就业专题展开，这体现在广州多个行政区域（黄浦区、开发区、白云区等）为鼓励港澳青年来穗创业就业出台相关的支持政策与办法。科技创新方面的互通互认也同样是穗港澳政策互通的重点，包括对粤港澳知识产权互通互认的深化推进；珠海与港澳之间的政策互通程度也较强，且同样集中在创业就业专题。其中，珠澳之间的区域邻近优势加深了两市之间的政策互通，珠海市政府特别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支持澳门青年在横琴创新创业的暂行办法以及鼓励澳门企业在横琴跨境办公的暂行办法。此外，珠澳在惠民服务上的互通互认也强于珠港，珠澳居民可以实现社保业务与不动产业务的跨境通办，两市居民在政务服务上的办理更加方便与快捷。
	[image: /Users/happen_0816/Desktop/WPS图片批量处理/政策互通程度.png政策互通程度]

	图 6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之间政策互通程度



广州与港澳之间的规划合作程度最高、专题分布最为全面（图7），包括港澳青年创业就业环境的合作优化、湾区金融枢纽的共同建设、湾区贸易通关的自由化与便利化、湾区健康综合试验区的合作建设等；广佛、深港、珠澳之间的规划合作程度次于穗港澳，基本处于同一水平。其中，广佛地域相连、历史同源，两市全域同城化发展历史悠久、成果丰硕，在城市建设与科技创新方面的规划合作水平较高；深港、珠澳则聚焦现代产业与科技创新的合作，包括深圳前海深港服务合作区的建设措施与横琴新区对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的专项支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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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7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之间规划合作程



3.2创新环境协同的综合测评
在分层测评粤港澳大湾区创新环境的协同后，对大湾区创新环境协同进行综合评估。具体而言，将三个维度的要素流矩阵进行标准化处理，并采用简单平均求和法，每个维度的最高得分为1分，三个维度的总分为3分。结果表明：（1）广州与深圳、广州与香港、广州与佛山、深圳与香港、广州与东莞、深圳与东莞、广州与珠海、深圳与惠州、珠海与澳门等城市组合的创新环境协同水平较高。其中，广州与深圳凭借在创新要素与服务要素的紧密联系成为大湾区创新环境协同水平最高的城市组合；广州与香港创新环境的协同更多地体现在政策要素的高度联系；广州与佛山、深圳与东莞也在创新和服务要素协同方面表现出色，主要体现在人口和物流方面的高度联系。但是，与深莞相比，广佛之间的政策联系更加紧密，其创新环境的整体协同水平优于深莞；广州与澳门之间的政策互联互通水平显著高于其他城市组合，然而广澳在知识流动、共享和技术合作方面存在不足，这是两市创新协同发展的最大短板；深圳与香港则在创新要素协同方面表现突出，两市高校与科研机构合作紧密，联合创新成果丰硕；深圳与惠州、珠海与澳门的创新环境协同水平整体较为接近，但在协同的不同维度上表现有所不同。深圳与惠州借助地理临近优势在信息流、人流、物流等服务要素的协同上表现优异，而珠海与澳门虽然同样毗邻，但要素流动受跨边境条件的制约，两市之间的协同更多地体现在政策互通互认和规划合作方面。粤港澳大湾区创新环境的整体协同水平不高，以三个维度的总合分数（3分）为基准，仅广州与深圳、广州与香港两个城市组合的创新环境协同水平超过1.8分的及格线。港澳与湾区内部城市之间的创新环境协同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参考GaWC计算全球城市排名的逻辑，将粤港澳大湾区的城市i与城市j之间的协同关系视为城市链接，通过计算城市i与其余10个城市的链接值之和得到城市i的城市总链接值，代表城市i的创新环境协同能力，结果如表7所示：在粤港澳大湾区中，创新环境协同能力的第一梯队城市为广州、深圳；第二梯队城市为香港、珠海、东莞、佛山；第三梯队城市为中山、澳门、江门、惠州、肇庆。广州与深圳的创新要素协同能力与服务要素协同能力最强，且显著高于其余城市；香港、澳门、珠海在政策要素协同能力上占有优势；东莞、佛山借助广州都市圈与深圳都市圈的建设在服务要素协同能力上表现优异，但创新要素协同能力需要继续提升；中山、江门、惠州、肇庆则在三个维度的协同能力上都有明显的不足。
表 7 粤港澳大湾区创新环境协同发展能力评价
	层级
	城市
	创新环境协同
	创新要素协同
	服务要素协同
	政策要素协同

	第一梯队
	广州
	11.340
	3.248
	4.582
	3.510

	
	深圳
	8.368
	1.998
	4.380
	1.990

	第二梯队
	香港
	6.046
	1.025
	2.531
	2.490

	
	珠海
	5.160
	0.609
	2.094
	2.456

	
	东莞
	5.066
	0.783
	3.090
	1.193

	
	佛山
	5.063
	0.653
	2.934
	1.476

	第三梯队
	中山
	3.699
	0.081
	2.154
	1.464

	
	澳门
	3.669
	0.212
	0.962
	2.495

	
	江门
	3.427
	0.138
	1.884
	1.405

	
	惠州
	3.354
	0.338
	2.189
	0.827

	
	肇庆
	2.727
	0.133
	1.343
	1.252



4. 结论与建议
4.1研究结论
本研究在充分理解创新环境协同的内涵与机制的基础上，从创新要素协同、服务要素协同、政策要素协同三个维度构建粤港澳大湾区创新环境协同评价指标体系。通过构建各维度的要素流矩阵，使用联锁网络模型、社会网络分析等研究方法，利用各种互联网开发性大数据对大湾区城市之间创新环境的协同水平进行分层与综合测评，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1）从不同维度的创新环境协同来看：在创新要素协同方面，城市之间的知识共享与技术合作主要集中在广州与深圳之间，这得益于两个城市在高科技产业和人才培养方面的紧密合作，除广深、广佛、深港外，其余城市之间的创新要素协同表现均不佳；在服务要素协同方面，广州与深圳、广州与佛山、深圳与东莞之间的协同程度较高，其中信息流与资金流方面的联系主要集中在广深之间，人流与物流方面的联系主要集中在广佛、深莞之间，两大中心城市与其邻近城市在交通衔接、基础设施对接等方面的“硬”联通较为完善；在政策要素协同方面，香港、澳门占据显著优势，主要表现为广州、深圳对港澳的政策联通与战略合作。
（2）从创新环境协同的综合水平来看：广州与深圳、广州与香港、广州与佛山、深圳与香港之间的整体协同程度最强。同时，广州都市圈与深圳都市圈的建设也促进了广州与东莞之间的联动。虽然粤港澳大湾区的空间结构有明显的去边界化趋势[19]，但创新环境的整体协同水平不高，仅有广深、广港两个城市组合的创新环境协同水平超过了1.8分的及格线。

4.2对策与建议
为应对“一国两制三关税”的特殊环境为粤港澳大湾区创新环境协同带来的挑战与机遇，本研究提出以下对策与建议以期为提高大湾区创新环境协同整体水平提供新思路：
（1）破除体制与边境障碍，促进要素自由流动。港澳两地与内地不仅在经济体制与社会体制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而且分属于三个不同的关税区域，要素的跨境流动受到非常大的限制与约束[25]。因此，促进信息、人口、资金、物流等要素在湾区内的自由流动是提高大湾区创新环境整体协同水平的重要突破点。在信息流通方面，粤港澳三地应该加大对信息技术、跨境网络连接等信息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其次，建立统一的信息流通标准与规范，打造共同的信息交互平台，实现各类信息资源在三地的共享与交流。此外，完善跨境信息服务机制，节省信息流通的时间与费用成本；在人口流通方面，粤港澳三地应该加快落实交通方面的衔接，尤其是惠州、江门、肇庆等外围城市与核心城市间的交通衔接和珠江东西两岸间的交通衔接。其次，完善边境管理与服务设施建设，特别是在口岸通关、签证申请等，为人口的跨境流通提供便利和保障；在资金与物流流通方面，粤港澳三地应该深化跨境金融与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内地金融服务网点、物流服务网点在港澳地区的互联互通，促进跨境资本流动，建立多元的金融与物流服务体系。
（2）提高产业关联与协作能力，促进东西两岸创新协同发展。虽然粤港澳三地已经形成了较为紧密的合作发展格局[25]，但是珠江东岸与珠江西岸在制造业方面趋同程度较高，仍然存在产业同构、产业同质竞争等问题[32]。因此，进一步加强区域产业关联，促进东西两岸的协同发展是实现大湾区创新环境高质量、高水平协同发展的必要环节。珠江东岸地区应该利用自身的科技创新优势带动珠江西岸地区的制造业再转型、再升级，加强西岸传统产业链与东岸创新链的融合，在西岸地区建立高新技术企业孵化器等创新平台，推动东岸科技成果在西岸的产业化；其次，东岸地区可以通过技术转移、专利许可等服务为西岸地区提供科技创新支持，帮助西岸地区更好地利用东岸的创新要素与资源，加快西岸产业转型升级的步伐。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将逐渐形成以科技创新产业为主导的高度关联的产业分工模式，创新环境迈向高质量、高水平协同发展阶段。
（3）提高第一梯队城市的全域协同能力，加强第二梯队城市的承接作用，明确第三梯队城市的发展地位。广州与深圳作为湾区中心城市应该加强与外围边缘城市的联动，通过税收优惠、补贴等方式推动广深科研机构与高新技术龙头企业向这些城市流动。同时，利用香港的政策优势与国际金融中心的枢纽作用打造国际化产业链，吸引全球知名企业前来湾区投资和创业；佛山与东莞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协同能力第二梯队的“双子星”，需要承接来自广州与深圳的科技创新要素，完善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体制机制，形成“广深研发+佛莞转化”的创新发展格局；珠海则可以利用澳门的政策优势吸引外资，大力发展新型产业，推动珠澳两地产业多元化发展，珠澳之间的良性互动也为第三梯队的城市协同发展作出良好示范。惠州背靠深圳与东莞，应该利用大量的土地与人才储备优势，积极承接电子信息等高科技产业的转移；肇庆作为大湾区的外围地区，应该继续发挥自身在生态资源及土地资源方面的优势，打造大湾区农副产品集散基地。同时，利用综合要素成本比较低的优势，选择性承接大数据、云计算、数字经济等高科技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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